
第7卷第2期

2024年3月

深圳社会科学
Social Sciences in Shenzhen

Vol.7 No.2 
Mar．2024

从整体主义哲学看中国古代哲学
超越性概念与范畴的翻译

胡翠娥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071）

[摘 要] 中国古代哲学超越性概念与范畴的翻译问题，关系到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之林如何自

我定位以及与世界哲学如何对话。对中国古代哲学是否存在超越性概念与范畴以及如何翻译这

一问题，文化上的排外论、兼容论和多元论有不同的回答和主张。多元论中的普遍主义强调文

化共同性，特殊主义则强调个体的独特性。立足普遍性可以发现各种文化之间的联系，但不是

为了寻求一种把独特性沦为背景的世界语言；立足特殊性能够尊重各种文化的独特性，但是不

能由此认为它们必然彼此互不相干。标举中国哲学独特性的特殊论者，倾向于放弃西方哲学传

统中被认为具有高度超越意义的概念和范畴。整体主义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整体主义哲

学翻译观认为，中西哲学传统中有着一些共通的问题意识和思维范畴。中国哲学中的超越性范

畴是确然存在的，诸如“天”“道”“自然”等普遍的人类经验和问题范畴，大可以寻找最相似的

译名，这是“同”；而对这些范畴提供具体的解释和论述，就是在提供中国哲学对这些普遍问

题的独特回应。哲学概念和范畴翻译中体现的这种“同-异”张力，尊重了中国哲学对共同问题

的特有回应这一事实。这种名同实异、异趣同调的翻译主张能帮助中国哲学实现与世界哲学真

正平等的对话与交流，为人类整体智慧的提升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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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范畴是反映客观事物的统一性和普遍

联系的思维形式，也就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基

本概念。”[1](P2)中国古无概念一词，“达名”“类

名”“有实必待之名”大致相当于现在所说的

范畴。中国哲学概念和范畴的翻译之所以成为

研究关注的重点，因为它们被认为是中国哲学

思想的承载。在经历了西方传教士和早期汉学

家对中国哲学典籍的文化归化翻译后，当代的

中国典籍翻译及翻译研究在拨乱反正的同时，

却呈现出急于把中国哲学概念和范畴同西方名

词划清界限、标举中国哲学独特性的倾向，这

种倾向一方面表明，多数论者害怕中国哲学在

被翻译的过程中丧失其主体性，担心中国哲学

的思想内容逐渐沦为西方观念的注脚材料，从

而面临被格义的危险。这种担心既体现出对中

国文化在面对西方文化时能否保留其卓越的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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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也反映了对处于世界哲学之林的中国哲学

的发展缺乏自信和正确的认知。另一方面，论

者对源自宗教批评中排外论、包容论、多元论

的内涵及其在当代文化批评中的引申，尤其是

特殊论潜在的悖论，缺乏警觉。第三种原因也

可能是因为，论者鲜少对哲学名词、概念和范

畴做出清楚的区分，因此在分析个例和总结翻

译原则和方法时，笼而统之，缺乏一定的学理

依 据。张岱年先 生把中国古代哲学范畴大 致

分为78个单一范畴和48对对偶范畴[1](P14)，其中

“天”“道”“太极”“理”等具有超越意义的

最高范畴 在 汉学家的翻译和论 述中，分歧较

大。特殊论者倾向于放弃西方的一些概念，避

开如“Heaven”“the Way”“Goodness”等西方

哲学传统中被认为具有高度超越意义的概念

和范畴，另辟蹊径。如此，是否就能绕开格义

的陷阱，很好地达到中西哲学交流与汇通的目

的呢？

如果只从语言和等效立论，必不能得出中

正的结论，只有立足于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着眼于哲学共同体的建设，思考中西哲学

异同与交流前景，或许才可以得到些许启发。作

为构筑中华文化底层逻辑的中国古典哲学，对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当仁不让的理论渊源

和现实担当。例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强

调平等包容，超越了西方“主体”统治“客体”

的哲学思维，契合了儒学的仁爱、民本、诚信、

正义、和合、大同等传统思想；更重要的是，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强调世界既具有多样性

又具有统一性，克服了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

只强调“一”而排斥“多”的方法论弊端，契合

了宋明理学中的核心思想“理一分殊”。中国哲

学典籍在西方的译传历史悠久，其所推动的中

西文化交流和当代中西学者对诸子的互诠，成

为中国哲学现代化和世界化不可缺少的资源与

动力。如何看待作为世界哲学一部分的中国古

典哲学中的超越性概念和范畴，如何翻译哲学

概念和范畴，不仅仅是语言学上的问题，更是

对中西哲学关系和交流的省思。本文首先借助

宗教批评中的排外论、包容论和多元论三重区

分，对中西哲学中的“超越性”概念进行比较文

化上的审视；其次从整体主义出发，思考中国

古代哲学中超越性概念和范畴的翻译问题，检

讨中国哲学如何在翻译中自觉与西方哲学相互

观照、双向互诠。

二、从排外论、包容论、多元论
到整体主义

中国哲学研究中存在两个基本要素，“即

西方哲学的观念资源和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内

容”。[2]西方的观念资源，尤其是超越性概念和

范畴是否能够表述中国传统哲学，它的合法性

如何，这些不仅是令译者“旬月踟蹰”的难题，

其实也是现代“中国哲学”建制以来一直面临

的问题。要回答中国哲学中是否存在超越性概

念和范畴这个问题，就必须对“超越性”做一

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比较文化分析。由于“超越

性”主要是宗教神学的重要题目，我们首先从

宗教神学上排外论、包容论、多元论的三重区

分，来审视对于超越的“终极实在”问题所持的

不同立场。

（一）排外论、包容论、多元论

基 督教 对待其他宗教的三种态度可分为

排外论（exclusivism）、包容论（inclusivism）和

多元论（pluralism）。排外论强调基督教的特

殊性和独特性，其代表人物是克莱默（Hendrik 

Kraemer）。他强调，“上帝在耶稣基督身上启示

道与真理，使之为世界所知。这种启示是特殊

的，有其独特的范畴，无法同其他宗教传统中发

现的启示思想相提并论”。[3](P607)持相似观点的

有巴特（Karl Barth），尼尔（Stephen C. Neil），纽

比金（Lesslie Newbigin）等。包容论认为只有一

种宗教代表了绝对真理，所有别的宗教都只反映

了这个绝对真理的一个部分、一个阶段或一个

方面。以“拯救”为例，排外论认为教会之外无

拯救，即拯救只限于基督徒。包容论承认，拯救

的过程在世上每一个宗教内外都发生，但又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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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无论在哪里发生，都是基督之功。[4](P19)显然，

排外论杜绝了一切可能的宽容，包容论的宽容是

屈尊附就的，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色彩，它们都

没有给真正的宗教和文化对话留有余地。真正

的宗教和文化对话，只有在多元主义中才成为

可能。

多元论的一个根本看法是，各个宗教总体

上是相互平等的，它又可以分为普遍主义多元

论和特 殊主义多元论。普 遍主义多元论以约

翰·希克为代表，它以本体论的一元论为前提，

其基本观点是，每一种宗教都是对那个终极精

神实体的独特的、同样有效的把握，此精神实

体在一些宗教中表述为“上帝”，而在另一些宗

教中用非有神论或无神论名词表述。因此，在

提到所有宗教背后的精神实体时，它更愿意用

“终极实在”，避免使用“上帝”。[3](P616)希克认

为，每一个信仰都以不同方式要求我们超越自我

观，也要求我们重新以终极奥秘为中心。这个终

极奥秘可以是基督教的“上帝”、佛教的“空”、

伊斯兰教的“安拉”、儒教的“道”。[4](P28)史密斯

也主张，所有的宗教都拥有一个经验共核，所

有的人类宗教传统以信仰为共同本质。他批评

基督教没能或者拒绝承认非基督教信仰也具有

超越性。[5](P126)

特 殊主义多元论以本体论的多元论为前

提，其基本观点是，各个宗教之间的不同并不

是对同一实在的不同认识，而是对不同实在的

认识。也就是说，各个宗教崇拜的东西不同，

向其信徒所保证的东西也根本不同，其代表人

物是海姆。海姆批评希克的普遍主义多元论以

一种宗教或神学世界语形式出现，似乎所有特

殊的宗教语言都可以翻译成这种世界语。由于

普遍主义多元论是以本体论一元论为基础，因

此，海姆认为希克的多元论是表面的，其着重点

恰恰不是宗教的多样性，而是同一性。海姆认

为宗教之间的差别并非只是现象上的差别，而

且也是本质上的差别。以得救而言，“如果它指

的是克服原罪和死亡而实现与上帝的融合，只

有基督教可以拯救；如果它指的是摆脱所有欲

望，只有佛教能够拯救……如果它指的是反对

特权阶层和争取生产资料国有制的革命，那么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拯救”。[6](P138)

（二）整体主义

宗教批评上的三重区分可以运用到真理的

各个领域，文化、哲学亦然。普遍主义多元论强

调所有文化、哲学的普遍性，特殊主义多元论强

调个体的独特性，他们的初衷和目标都是实现

对话。立足普遍性可以发现各种文化之间的联

系，但不是为了寻求一种把独特性沦为背景的

世界语言；立足特殊性使我们能够尊重各种文

化的独特性，但是不能由此认为它们必然彼此

互不相干。正如黄勇所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

全球—地域化（glocal）的时代，“最能反映这样

一种全球—地域化的哲学理论既不是普遍主义

（universalism）也不是独特主义（particularism），

而是整体主义（holism）”。[7](自序)与强调共同性

的普遍主义和强调差别的特殊主义不同，整体

主义强调的是各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

响。构成一个整合的人类宗教（哲学/文化）史

的，不是什么共同的本质，而是由于这些不同传

统的相互交叉重叠。

普遍交流和文化对话是整体主义的题内应

有之义。雅斯贝斯早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世

界哲学理念就是以普遍交流和文化对话为基

础。最代表其思想创新的是“轴心时代”概念。

简言之，他认为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

间存在一个轴心时代，东方和西方在人类历史

上出现第一次精神上的突破，产生了我们今天

的宗教和思考的基本范畴，确切地说，是在中

国、印度、伊朗、巴勒斯坦和希腊等地区全部出

现了这个时代的新特点，人意识到存在整体、

自身和自身的界，人们开始从超越性的高度和

主观性的深度体验绝对。[8](P9-10)雅斯贝斯的世

界哲学理念和对普遍性的追求，是摒弃西方中

心论的多样性的统一，是以文明之间互相学习

为宗旨的文化对话。他从统一的人性出发指出，

西方绝非走在一条人性自我完善的道路上，“中

国、印度的哲学史不是多余地重复我们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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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而是关涉到我们自身的东西，因为它使我

们了解我们没有实现的人类潜能，并让我们接

触到另一种人性的真实起源”。[8](P97)这里的人

性不是生物学、心理学的观察，而是出自更高起

源的统一的人性，即轴心时代文化共同爆发的

精神创造。他强调的是基于我与他者平等交流

基础上的统一，而不是从自我出发、以自我为价

值参照的投射式统一。他指出，仅仅从自身基础

出发，以信仰的目光寻找历史的统一；和让自身

意识与陌生的意识相联系，与其他每个人的基

础相交流，并在其中思考历史的统一，这是两

件不同的事：“在这个时代（轴心时代），基本

的范畴产生了——我们直至今天仍然在这些范

畴中思考。……无论在何种意义上，人都已迈出

了走向普遍性的步伐。”[8](P10)如果把整个哲学

的世界史作为参考系，雅斯贝斯的观察揭示了

世界哲学的发展规律，一些基本范畴例如“自

然”“理性”“宗教”“自由”等反映了人类精神

的普遍关切，我们至今仍然在这些范畴中思考，

只不过思考的方式以及赋予这些范畴的内涵因

文化和历史而不同，是普遍性中有特殊性，是多

样性的统一。

作为克服了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整体主

义必然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牟宗三先生

在论述“两种真理以及其普遍性之不同”时，区

分了“外延的真理”（extensional truth）和“内

容的真理”（intensional truth），其中外延的真

理指科学的真理，不系属于主体而可以客观地

肯断，具有绝对的普遍性；内容的真理系属于

主体，与人生相关，也具有相应的普遍性。两

种真理都具有普遍性，但是外延的普遍性是抽

象的普遍性，内容的普遍性是具体的普遍性。

具体的普遍性不像二加二等于四那样没有主体

性，没有弹性，而是有弹性、有主体性，也就是

既有普遍性，也有独特性。每个文化系统的开

端都是通过一个通孔，有其限制，也就是特殊

性，但是一旦从通孔里面呈现出一个观念或概

念，它就有相当的普遍性。西方文化发端的通

孔是外延真理，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文化

注重内容真理，一旦从通孔中表现出来，也具

有普遍性和共同性。所以，儒家的“人性”不能

光从西方“human nature”（人的自然）这一普

遍意义去理解，要考虑到孟子笔下和宋明理学

中的“性”之特殊性。[9](P18-42)“内容的真理”和

“具体的普遍性”体现的正是整体主义中普遍

性与特殊性的融合。如雅斯贝斯所说，正是通

过对共同之处的观察，不同之处才变得清晰起

来——无论是从人的特殊本性的角度，还是从

历史处境和历史事件的角度去把握：“一种在普

遍性尺度下完全特殊的事物可能恰恰实现了真

正的历史性。”[8](P344-345)

三、中国哲学中的超越性概念
和范畴

那么中国哲学中是否存在类似的超越性概

念和范畴呢？对这个问题，排外论、包容论、普

遍主义多元论、特殊主义多元论和整体主义各

有不同的回答。

（一）排外论的否定

排外论的否定 立场可以追溯到最初的耶

稣会传教士龙华民，他在《关于上帝、天神和

灵魂争论的简短回答》中详尽分析了理学中的

“天”“理”“气”等概念，最后得出中国人思想

中没有精神性实体的存在。[10](P183-224)这开启了

把儒学视为宗教却没有诉诸任何超越性上帝概

念的认知取向。例如黑格尔本着“欧洲绝对地

是历史的终点”[11](P106)的欧洲中心论，认为孔子

的思想只是世俗的道德教训；中国的宗教属于

最低等的自然宗教，中国宗教中的“天”无法脱

离现实世界，因此欠缺一种超越性：“中国人的

天并不是在尘世之上形成一个独立王国……而

是一切都在尘世间，一切拥有力量的东西都隶

属于皇帝。”[12](P119)韦伯也本着这种天堂与俗世

必然对峙紧张的二元论出发，断言中国人“就像

真正的古希腊人一样，没有事先确定下来的超

验的伦理，没有超世的上帝的律令与现世之间

的对峙，没有对彼岸目标的追求，也没有极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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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13](P234-235)

（二）包容论的肯定

包容论的肯定立场同样可以追溯到最初的

耶稣会传教士，他们在翻译解释中国古代哲学

的核心名词和概念时，经常诉诸超越的观念，

例如利玛窦认为在中国先秦典籍中找到了基督

教的至高神天主，开启了以“God”翻译“帝/上

帝”，以大写“Heaven”译“天”，以“the Way”

译“道”，以“Goodness”译“仁”等的先例。19

世纪新教传教士也持类似的看法，如理雅各说

《诗经》和《书经》中的“天”和“帝”两个字表

明了古代中国的一神论宗教。[14](P11)

（三）特殊主义多元论的否定

早期排外论对中国哲学中超越性概念的否

定具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在基督教和儒家思

想之间划出了高低优劣。与之不同的是，特殊主

义多元论本着尊重文化独特性的原则，不认为

中国古代哲学中有超越性上帝概念，其典型代

表是安乐哲和郝大维。郝大维和安乐哲这么定

义“超越性”：“严格意义上，如果B的存在、意

义和重要性只有依靠A才能获得充分的说明，

然而反之则不然，那么，对于B来说，A是超越

的。”[15](P154)最高的超越性存在就是西方的“上

帝”，它具有不依赖他物而存在的独立性、永恒

性和静止性。最早的超越性范畴可以追溯到古

希腊哲学。希腊的哲学传统明显地以各种方式

诉诸于超越，巴门尼德的“存在”，留基波与德

谟克利特的“原子”概念，柏拉图的“理念”世

界，都是独立于、不受影响于它们赋予形式的

那些事物。这一意义在犹太教-基督教神学中发

展到极致，一直影响到西方的近现代哲学甚至

科学，“严格的超越的观念，在西方的思想传统

中，是一个深刻而重要的观念。在逻辑的、科学

的、哲学的和神学的话语中，超越的概念通常是

用那些最严密的词语加以规定的”。[15](P196)

郝大维和安乐哲秉持的是“超越”与“内

在”二元对立模式。本着这种外在超越原则，

安乐哲认为儒家是一种无神论。[16](P264-273)郝大

维和安乐哲站在比较哲学特殊论立场，认为诸

如“绝对”“超越”和“主观性”等概念在中国

文化中未必具有意义。除此，其他与西方知识

传统的沿革息息相关的众多概 念，大 致 上也

未必与中国文化环境的缘起和发展有过什么关

联。他们指出，西方人用超越性术语去翻译中

国这一显然是缺乏超越性的哲学思想时，体现

出西方的种族中心主义。[17](P1-2)安乐哲和郝大

维坚持中国哲学里的“天”不具有超越性，儒家

的“天”是内在的，基督教的“Heaven”则是超

越的。在解释《论语·阳货》中“天何言哉？四

时行焉，百物生焉”时，他提出，“天不是一个

先存的、产生和培育一个独立于它之外的世界

的创世原则，而是一个自发产生的现象世界的

总称。天是完全内在的，没有独立于构成其现

象之外的存在。说天创造了现象，同样可以说

现象创造了天；天与现象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

系”。[18](P207)他们认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传

教士翻译的中国典籍中，引入了像“天国”“真

理”和“自我”这些词汇，是没有注意到形成中

西文化环境的基本假定，而这一欠缺本身又是

由西方的理性观和“超越的虚饰”引发的普遍

主义冲动造成的。

对此，杜维明提出，安乐哲和郝大维突出

中国传统的特殊性和独一无二性，批评史华兹

和狄百瑞等人的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进路，其

实是把中国传统中已经开发出来的并有很强生

命力的资源反而边缘化或消解掉了。周勤则直

接指出，西方对儒学传统的研究从黑格尔、韦

伯式的否定性分判到郝大维、安乐哲所代表的

肯定性消解在某种程度上画了一个殊途同归的

圆，二者都否定了儒家的思想内核。[19](P19)

（四）普遍主义多元论的肯定

诚然如郝大维和安乐哲所言，普遍主义的

背后可能隐藏着西方中心主义，如早期传教士

的普遍论就带有西方普救主义色彩；但是普遍

主义多元论，正如前述，摒弃了西方中心论，是

对早期普救主义的超越。普遍主义多元论肯定

中国哲学中具有“超越性”概念。雅斯贝斯认

为，在轴心时代，所有的文化都有一种对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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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突破，“人类在自我深处和超越的明晰中体验

绝对”。[20](P100)秉持雅斯贝斯“轴心时代对超越

的突破”理念，史华兹在分析周代“天”的意义

时，认为天被提升到了宇宙论及社会伦理生活

中居于中心且超越的位置，“把人间秩序统治

者的伦理的和礼仪的行为的最终裁判权交给高

高在上的神，这一做法似乎引进了真正新颖的

超验层面的内容”。[21](P62)他认为，后来《论语》

中的“天”还是一个宗教概念，是一个有意识的

存在，而不是非人格的自然秩序，因为“天”经常

与孔子本人的独特使命相关，如孔子说，“知我

者其天乎！”（《论语·宪问》）“文王既没，文不

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

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22](P122)

泰勒从一般认为与超越性联袂出现的绝对

概念入手，主张宗教里的绝对概念可以是超越

的或内在的，有神论的或一元论的，或任何其

他形式。他认为儒家传统中存在这样的绝对概

念，那就是早期儒家思想中的“天”和后期宋

明理学中的“天理”。[23]克拉克在分析孔子与罗

蒂思想的异同时，也认为在周代文化中，“天”

不是一种非人格的自然力量，而是超验的、人

格的、道德的本原和力量。[24]( P234)在将儒家的

“天”与希伯来的“上帝”进行细致的比较之

后，克拉克得出结论，二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

处，“都有一个单一的、终极的、人格化的价值

和力量来源”。[25]

南乐山认为郝、安把中西文化作为两个整

体进行对比，把每种文化归入某些本质特点。

他们对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中是否具有超越性

做出的非此即彼的裁定，和他们在线性秩序原

则/关联思维、抽象实体/具体事物等进行对比

一样，是为了推动所有的哲学进入一种文化构

建的假定，即文化传统之间存在可认识和裁定

的真实的、无处不在的差异。[26](P49)他反对郝大

维和安乐哲严格意义的超越概念。在他看来，

在这种严格的超越的意义上，没有任何东西，

包括郝大维和安乐哲用作严格超越的例子，如

上帝、柏拉图的形式、不动之动、古代的原子、

决定性意志等，可以是超越的，因为它们都不

能通过本身得到解释，而只能通过其解释功能

来解释。[26](P150)针对认为儒家传统只有伦理学

没有形而上学的观点，南乐山认为儒家虽然没

有像西方或南亚那样集中而详细地讨论形而上

学，但是有自己的形而上学资源，从中引出最高

实在的方向，并且以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加以

说明。[27](P1-15)

（五） 整体主义的“内在超越论”

与上述普遍论试图从儒家的“天”与基督

教的“上帝”在超越性上相同或相似不同的是，

许多当代新儒家在承认“天”的超越性同时，又

主张其内在性，因而是“内在超越”，以区别于

西方传统哲学中的“外在超越”。唐君毅认为，

中国思想于天德中开出地德，天地并称，实表

示一极高之形上学与宗教的智慧，“故天一方

不失其超越性，在人与万物之上，一方亦内在

人与万物之中”。[28](P338)牟宗三则从内在又超越

层面指出，“天道高高在上，有超越的意义。天

道贯注于人身之时，又内在于人而为人的性，这

时天道又是内在的（Immanent，与Transcendent

是相反字）。天道既超越又内在”。[29](P21)杜维明

始终坚持早期儒家的“天”具有超越维度，他

认为儒家有它超越的一面，但是内在于现实来

体现。[30](P104-129)李明辉指出，郝大维和安乐哲

之所以反对当代新儒家以“超越性”来诠释儒

家思想，与其说是对儒家思想的理解不同，不

如说是对“超越性”概念的使用差异。郝、安二

人的“超越性”概念既过于狭隘、又过于宽泛。

郝、安是在“超越性”与“内在性”对立的二元

架构下使用“超越性”概念，如果摆脱这种二

元论，则“超越性”可以表示现实性与理想性、

有限性与无限性之间的张力。西方现代的存在

主义哲学所理解的“超越性”也与此意义相近，

因为存在主义把作为行动者的人作为“超越性

原则”；甚至在康德哲学中，“上帝的存在”“灵

魂不灭”“意志自由”这三个理念在思辨方面

虽是“超越的”，但在实践方面却转化为“内在

的”。按照这个宽松的意义，“超越性”与“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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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未必构成矛盾。[12](P129-135)另一方面，在基督

教的发展中，对上帝与人和万物的关系的思考，

也呈现出从绝对超越性，到超越性与内在性相

结合的趋势。

四、中国古代哲学超越性概念
与范畴的翻译

多元主义特殊论和多元主义普遍论关于中

国哲学概念和范畴是否具有超越性给出的回

答决定了他们不同的翻译进路。从超验性的文

化对等出发，争论最多的中国哲学核心概念是

“天”或“帝”。“天”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

要概念，中国哲学可以称为“天人之学”，戴震

说：“天人之道，经之大训萃焉。”（《原善》）

如何译“天”是向西方世界传播、建立中国古代

哲学话语的第一步。王国维在论孔子之学说的

第一编“形而上学”下第一章就是“天道与天

命”，他把“天”之观念分为“有形之天”和“无

象 之天”两种，而“无象 之天”又分为主宰之

天、自然之理法、宇宙之本原和命四种。[31](P26)张

岱年把中国哲学中的“天”分为自然之天、主宰

之天、义理之天。[1](P1-17)作为主宰意义的“天”，

自上古就有之，与“上帝”同义，如《诗经》“天

命玄鸟，降而生商”“上帝临女”，《书经》“唯

皇上帝”。孔子笔下的“天”，仍有最高主宰的意

义，如《论语·子罕》：“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

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也

认为天是世界的主宰。万章问孟子，尧把天下

让给了舜，有这么回事吗？“曰：‘天与之。’‘天

与之者，谆谆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

与事示之而已矣。’”（《孟子·万章上》）“天”

并不是像一个人那样发布命令，而是通过行为

和事件来展示它的意志。除此，“天”还有“天

然”之义，如《庄子·秋水》：“牛马四足，是谓

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到宋代，哲学思

想有了新的发展，以天为哲学的最高实体。张载

以天为太虚：“由太虚，有天之名。”（《正蒙·太

和》）这里的天是最高的客观实在。程颢以理言

天，以为天就是理：“天者，理也。”（《河南程

氏遗书》卷十一）程颐以为理、性、天是同一的，

性即理也。二程以理以天为最高概念，所以强

调天与理同一。

毫 无疑问，无 论是主宰之天 还是义 理之

天，都具有形而上意义的超越性。论及这类哲

学范畴的翻译时，史华兹认为，任何现代译文之

中必定包含有运用现代西方语言范畴与思想范

畴所做的解释，不能假定西方文化中诸如自然、

理性、科学、宗教和自由之类的术语，能够与中

国文化中的道、理和气之类术语恰好吻合，这是

事实。不顾它们在西方或中国的复杂历史而完

全不假思索地运用，对于比较思想研究是一种

阻碍；然而完全拒绝使用，同样也是为文化所

限，后者是文化特殊论。他指出，一个中国词汇

的语义范围可以在许多点上覆盖另一西方词汇

的语义范围，因此，不要去争辩如“religion”一

类的词汇是否适用于中国，或者如“tao”一类的

术语是否适用于西方：“西方范畴是无法回避

的。……超越了语言、历史和文化以及福柯所说

‘话语’障碍的比较思想研究是可能的。这种信

念相信：人类经验共有同一个世界。”[21](P14-17)

郝 大 维 和 安 乐 哲 由于 坚 持 中 国 哲 学 中

“天”不具有超越性，因此反对把“天”翻译为

“Heaven”。对《中庸》里的“天命之谓性”句，

安乐哲说西方对这句话的翻译“What is decreed 

by Heaven”，常常带有强烈的本质主义假定。他

引用了唐君毅从天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天

命”的阐释，[32]建议译为：“The relationships 

that obtain between man and his world (tian 

ming) are what is meant by xing.”[33](P143-178)（直

译为“人与世界之间所获得的关系即是性。”）

葛瑞汉认为第二种译文根本不是翻译，安乐哲

是混淆了翻译和解释的区别。他说，不管人们

对哪种才是正当的翻译持何种意见，我们有理

由坚持，哲学翻译应当尽力接近原文的关键概

念和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遵从原作的思想结

构而不是对它重新加工；“天命”包含了“天”

和“命”，“天”是中国人经验世界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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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是个隐喻，借用了人间统治者的命令。从

经验世界和人间隐喻取材的“天命”思想在安

乐哲译文中全然不见，代替的恰恰是完全西方

化的重新概念化。就哲学概念和范畴的翻译而

言，葛瑞汉认为，所有的对等都是不充分的，完

全的对等是不可企及的，因此在翻译未能做到

的地方，可以补之以解释。[34](P267-322)南乐山因为

主张儒家思想中“天”的超越性，采纳了陈荣捷

的译文“What Heaven (T’ien, Nature) imparts 

to man is ca l led human nature”，不仅大写

“Heaven”而且大写“Nature”。[26](P154)本着中西

哲学在超验性上必然对立的立场，安乐哲也反

对用其他在西方哲学中明显具有超越性的词和

概念如“the Way”“virtue”和“humanity”等来

对译“道”“德”和“仁”，因为“the Way”代表

西方形而上思想中对于绝对真理和权威的崇拜，

“virtue”与“freedom”“individual”“reason”

等 一 起 构 成 一 个 西 方 哲 学 的 词 汇 场 ，

“ huma n it y”则是 一 个 普 适性概 念，会破坏

“仁”的个别性。为了突出两种哲学的本质区

别，他宁可选择“way-making”“excellence”

和“authoritative person”来翻译“道”“德”和

“仁”[35]，这些英译词虽然祛除了超越性特征，

但是在基本的语义上与中文相去甚远，而且由

于繁复的构词法使之看上去非常古怪。

再比如宋明理学中的最高范畴“理”，最

初的传教士如龙华民译为“the first principle”

（“第一原理”），后来的传教士也用“reason” 

“law”“fate”等对译[36]，20世纪50年代随着

卜德英译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在西方的流行

和20世纪60年代陈荣捷编译的《中国哲学资

料书》和20世纪80年代翻译的《北溪字义》，

他们对“理”的译词“principle”广为接受，如

柯雄文、成中英、唐君毅、牟宗三都采用了这一

译词[37]，其原因不能不归因于“principle”尤其

是“the first principle”在西方哲学中所指向的

那个超越性存在与“理”在理学中的超越性有

共同之处。后来出现的“pattern”“coherence”

等对译词，明显是想摆脱“principle”的超越

色彩而做出的努力，虽然各有一定的道理，但

正如彭国翔所说，都是意在揭示“principle”所

遗失的“理”之其他内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principle’的译法就错了……后起的种种新

译，往往只是增加或强调不同的理解层面，并不

足以否定前译”。[38]

在分析中西形而上学为什么有共同的来源

及造成两者分流的原因是什么的问题时，赵敦

华指出，人类心理机制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决定

了形而上学的共同来源，而概念的语言载体和

社会作用等具体的中西历史条件造成了中西形

而上学分流。“新近诞生的进化心理学认为，与

近一万年文明的变迁相比，人类在几百万年的

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心理机制是相对稳定的，是

现代智人的共同特征。那种认为中国人与西方

人有着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的看法，实际上

是把人类分为不同‘种族’时观念的残余。”[39]

整体主义的翻译观就是既注重中国哲学的特殊

性，但是不把它从世界哲学中剥离，还要从更高

的人生和人性上看待它与西方哲学的共通性。

落实到概念和范畴的翻译，名同实异、异趣同

调既是可行的翻译方法，为中国哲学的英译提

供了指南，更是对当代中西哲学关系发展方向

描绘的蓝图。这说明，在一些基于人类普遍经

验和人类普遍心理机制的形而上学思维上，我

们没有必要刻意回避共同的名词而另起炉灶，

因为译名固然重要，但不是一劳永逸的，具体确

切的内涵还需要自我解释。在翻译中国哲学如

“天”“道”“性”等超越性范畴时，大可以使用

西方哲学中相同或相似的名词“Heaven”“the 

Way”“Nature”，因为它们在语义上的指称意义

是相同的，这是由人类心理机制的普遍性和必

然性决定的；不同的是中西文化在各自发展中

所赋予的内涵和思想观念，而这需要更加具体

的论述和研究。哲学概念和范畴翻译中体现的

这种“同-异”张力，尊重了中国哲学对共同问

题的特有回应这一事实。

中国哲学外译的目的和最终效用，必然是

援中入西，但是在此之前，译者的思维中必然



第2期 从整体主义哲学看中国古代哲学超越性概念与范畴的翻译 ·147·

存在一个援西入中的中西哲学比较过程，因为

严肃的哲学翻译，必然要求译者思考如何处理

传统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反向思

考一下，那些基督教特有的概念和范畴在翻译

成汉语时，除了少数音译之外，大多数也是在

汉语中寻找语义和文化上基本对应的名词，例

如“救赎”“上帝”“原罪”“圣餐”等等。以“上

帝”为例，它本是《诗经》《书经》中用来指称

至高神的名词，当它被用做基督教中那个唯一

的至高人格神“God”的对译词时，我们都清楚

二者在宗教和文化上的共同性，也认识到它们

各自的独特性，没有人会认为二者能做到文化

上的完全等值，更不会错认彼此。又比如佛教

中的“平等性”就是普遍性，观空就是得一切

法（特殊事物）的平等性。现在当我们译西方

“equality”为“平等”时，读者绝不会错认此平

等为彼平等。

即便是像“哲学”与“宗教”这样的概念，

虽然是“philosophy”和“religion”的汉译，但

我们不会把它们的所指与涵义就局限在西方

的“philosophy”和“religion”上而排除中国固

有的 哲学 与宗教传 统。正如 彭国翔所言，如

果一提到“哲学”与“宗教”，就不自觉总想到

“philosophy”和“religion”，于是认为中国哲

学不能称为“哲学”，儒、释、道不能称为“宗

教”，这貌似强调中国传统的特性，其实反倒落

入西方中心论的窠臼而不自知。[40]反过来也可

以说，但凡出现“Heaven”“the Way”等，就必

然以为是西方哲学中特有的超越性概念，于是

认为中国典籍中的“天”“天道”必然不具有超

越性而不能用作它们的英译词，这也是貌似在

强调中国传统，其实是自我孤立而不自知。

张岱年先生在厘清名词、概念和范畴的区

别时指出，表示普遍存在或表示事物类型的名

词可称为概念，如物、马等；但不是所有的概念

都可以称为范畴，简单说来，表示存在的统一

性、普遍联系和普遍准则的可以称为范畴，而一

些常识性概念如日、月、牛、马等，不能叫做范

畴；历史上许多哲学家提出了很多独创概念，有

些后来被许多人普遍采用，有些则没有。凡一家

独用的概念，不能算作有普遍意义的范畴。[1](P5)

从这可以看出，普遍性和历史性是“范畴”的题

中应有之义。历史上经常存在不同思想家采用

同一范畴却赋予不同甚至相反涵义的现象，如

同是“道”，老庄认为它是先于天地万物、又是

万物存在依据的抽象的实体，在儒家《易传》

中，“一阴一阳之谓道，”“道”是天地万物变化

的普遍规律，张载和戴震又以“道”指自然变

化的过程。一些范畴犹如空格子，不同学派往

里面填入不同的内容。中国哲学内部是如此，中

西哲学之间也是如此。对“道德”“人性”乃至

“人”这些普遍范畴，中西哲学传统有着非常不

同的阐述和界定。例如西方哲学传统对“人性”

所赋予的本质内涵是理性[41](P400)，而儒家对“人

性”的规定是道德属性，我们在英译“人”时，难

道有必要为了强调中国古代哲学对“人性”的道

德属性规定而把“人”翻译为“moral human”，

把西方 哲学著 作中的“人”表 述为“r at ion a l 

hu m a n”吗？即如“哲学”这一概 念，它是 对

“philosophy”的翻译，我们接受它，但并不认为

中国哲学的思想和体系和西方哲学合辙。方东

美先生指出：“如果不从类的观点（即相似性）

考虑问题，即使在西方也照样会发生使用‘哲

学’概念的困境。因为‘哲学’术语起源于希腊，

如果只能把它与希腊相联系而有所谓‘希腊哲

学’，那么中世纪之后的‘西方哲学’都不能称作

‘哲学’。”[42](P2)所以，一方面，我们要正视运用

西方范式和观念理解和认识中国学问所带来的

许多负面性，另一方面，“解决问题的办法绝不

能通过对术语的形式化拒绝来达到”。[42](P3)

五、结论

庄子说：“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

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庄子·德充符》)

在中西哲学互译问题上，如果一味求异，则可

能忽略哲学之为哲学的那些对世界和人的普

遍关切；如果一味求同，则忽略了中西哲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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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环境和历史发展分流而形成的主题和方

法论特点。如果承认人类经验不论古今中外都

有某种普遍性，那么，对于哲学这种专门致力

于反思人类经验的学问来说，普遍性的问题尤

为突出。整体主义哲学翻译观认为，中西哲学

传统中有着一些共通的问题意识和思维范畴。

中国哲学中的超越性范畴是确然存在的，诸如

“有”“无”“内在”“体用”“道德”“自然”等

普遍的人类经验和问题范畴，大可以寻找最相

似的译名，这是“同”，而对这些范畴提供具体

的解释和论述，就是在提供中国哲学对这些普

遍问题的独特回应。正是这种名同却实异、异

趣而不乏同调的中西哲学张力，才使中国哲学

能够与世界各哲学进行富有创造力的交流与互

动，为人类整体智慧的提升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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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ranslating Transcendental Concepts and Categories in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 A Holism Philosophy Perspective

HU Cui'e
Abstract: The issue of translating the transcendental concepts and categories in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is of vital importance to the positioning of Chinese philosophy in world philosophy and to 
effective dialogue between them as well. To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re are any transcendental concepts and 
categories i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how to translate them, cultural exclusivism, inclusivism and pluralism 
offered different answers and adopted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The univeralism in pluralism 
prioritizes cultural commonity, while the particularism in plurualism emphasizes cultural individuality. 
Siding with universality helps discover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ultures, but it does not lead to a world 
language that reduces particularity to backgroud. Siding with particularism entails respect for cultural 
individuality, but it does not mean cultures are necessarily exclusive to one another. The particularists 
insisting on the uniqueness of Chinese philosophy tend to evade concepts and categories considered highly 
transcendental in western philosophy. Holism is the integration of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The holistic 
approach believes that there exist certain universal problem-consciousness and thinking framework betwee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western philosophy and there do exist transcendental concepts and categories in 
Chinese philosophy. To translate such terms as tien, dao and ziran, which are reflective of universal human 
experience and problems, we may as well look for the nearest equivalents in English. This accounts for 
universality. To provide detailed explanation for these terms accounts for a unique response to the universal 
problems on the part of Chinese philosophy. The tension between commonality and difference in translating 
philosophical concepts and categories epitomizes an acknowledgment of the particular contribution made 
by Chinese philosphy to common issues. The translation approach of “the same name with varying realities, 
the same tone with varying tunes” helps in grand manner to achieve a truly equal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world philosophy, and makes due contribution to the promotion of human wisdom as a whole.

Keywords: Chinese philosophy; philosophy translation; holism; transcendence; immanence; concepts and 
categories 


